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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优化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是新时代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于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年中国 ２８６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呈显著的倒“Ｕ”型非线性影响，当
前中国大部分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尚处于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区间。 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要素流动

和资本要素流动在数字技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进入之间起非线性中介作用，且要素流动对不同类型的服务

业企业区位选择呈现差异性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地理位置不同、细分服务业行业异质及城市等级差异

下，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特征。 上述结论为数字技术发展优化服务业企

业空间格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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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其中，优化服务业空间格局

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保障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涉及要素流

动再配置和产业转移等诸多难题，但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具有高渗透性、易复制特征的数

字技术对服务业空间格局优化会呈现乘数倍增作用［１］，即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拓宽服务业企业的市场边界，使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更为便利。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

出，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畅通流动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 数字技术作为微观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其本身的发展与突破对服务业企业在

商品流动、空间集聚等方面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服务业企业在区域间流动的限制得到进一步降低，这
为改变“零碎分割的国内市场态势”提供了机会［２］。 然而，行政区域间存在的壁垒阻碍着劳动力和资

本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与畅通流动，导致当前我国服务业无论是发展质量还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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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３］。 因此，服务业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更优的发展效益成为重

要议题。 本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在要素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服务业企业空间布局提供具体路径。
回顾既有文献，发现学者们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供给、集聚经济等因素对服务业企业区

位选择的影响。 具体来看，霍鹏和魏剑锋［４］、Ｙｉｎ ｅｔ ａｌ． ［５］分析认为城市高铁开通会加剧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企业聚集，并推动区域内服务业企业的均衡布局。 郑长娟等［６］研究发现，劳动力水平和信息化水

平深刻影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张彩云等［７］ 认为环境管制对服务业企业选址呈现倒

“Ｎ”型影响。 此外，部分学者还聚焦于服务业企业空间分布来研究服务业企业的选址决策。 方远平

等［８］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分布和区域特征，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业发

展水平会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白雪和宋玉祥［９］运用标准差椭圆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空间

布局展开分析，认为知识资本密度和开放程度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而工业化程度则会抑制

企业进入。 同时，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来源，刘志东和高洪玮［１０］ 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

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产业，具有在制造业企业周围布局的偏好。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然而，数字技术发

展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是聚集作用还是分散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一方面，王如玉等［１１］ 发现数字技

术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匹配成本，由数字技术形成的“虚拟聚集”会逐渐替代“地理聚集”的经济地

理格局，企业空间布局呈现分散趋势。 刘修岩和王雨昕［１２］ 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认为数字基础设施

发展会促使企业向新兴次级中心城市转移。 另一方面，Ｓｉｎａ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ｆｏｇｅｌ［１３］、Ｓｏｈｎ ｅｔ ａｌ． ［１４］分析认为

互联网是城市的替代品，经济地理格局呈聚集趋势。 吴思栩和李杰伟［１５］ 研究发现，互联网会显著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大城市。 马为彪和吴玉鸣［１６］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发现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异地投资数量、空间投资距离存在先增后减的倒“Ｕ”型关系。 李娅和侯建

翔［１７］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运用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外部性和利润水平，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此，本文研究创新点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通过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 ２８６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技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增添相关理论发现。
第二，本文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

作用机制，并探讨要素流动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这为理解数字技

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之间的作用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结合地理位置区别、服务业行业

异质以及不同城市等级差异，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在数字

技术发展背景下如何基于地理位置区别、细分服务业行业异质以及城市等级差异来优化服务业企业

空间布局提供借鉴，使本文研究结论在政策层面更具启示意义。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技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数字技术发展会打破服务业企业原有地理集中的空间格局，但不同发展水平的数字技术对服务

业企业选择是否进入该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 一方面，当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吸引更多

的服务业企业进入。 首先，城市为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往往会颁布利好政策，降低服务业企业的运营成

本，营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 同时，尽管较低的数字技术水平难以实现跨区域互联互通的效果，但
足以为多数服务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交流的渠道，吸引服务业企业在当地投资选址。 其次，在
服务业企业交流合作的背景下，会出现从现有服务业企业中分离出新的服务业企业或脱离原企业后

创建新服务业企业的情况［１８］。 此时企业会利用数字技术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实现区域内的信息交流

和知识技术合作，保证相关联的服务业企业间实现高效合作和资源共享。 最后，在服务产品交易过程

中，涉及缄默知识和可编码知识的传递。 其中，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内缄默知识的传递，降低

服务业企业的交流成本；对于可编码知识而言，服务业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运用“线上互动 ＋ 面对面沟

通”的模式，降低区域内服务业企业间的交流成本，进而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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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城市数字技术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后，先进数字技术赋予服务业企业发展时空可分离

和跨区域联动等特点，会降低对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吸引力。 首先，当数字技术处于较高水平时，实现

对可编码知识和部分缄默知识的替代［１９］，使服务业企业不再拘泥于地理集中也能够获取知识并实现

服务活动，削弱具有高知识密集度特征的城市吸引力。 其次，数字技术发展使数据要素渗透至服务业

生产各环节，极大缓解传统服务业不可远距离贸易等限制，使得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不必拘泥于数字

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即数字技术发展引起服务业生产和消费活动呈现的“可分离”状态改变了

服务业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这时服务业企业的选址行为更为自由。 最后，拥有先进数字技术的城市

中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低边际成本优势快速形成垄断局面，呈现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此时在“高拥挤成本”的垄断竞争市场下的城市给新建服务业企业

带来的边际效益较低，从而抑制服务业企业进入。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倒“Ｕ”型影响，即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较低时会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而当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突破拐点后会抑制服务业企业进入。
（二） 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机制分析

１． 劳动力要素流动

一方面，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劳动力要素流动。 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

弱导致地区间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难以形成完善的“虚拟”就业市场，此时较高的信息

搜寻成本使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在本地就业。 进而，新建服务业企业为获得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
可能选择进入该城市。 同时，相较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具有较高的门槛，住宿餐饮等生

活性服务业企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劳动力聚集使城市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需求明显增强，以及较低

的数字技术水平难以消除生活性服务线上与线下的体验感差异［２０］。 因此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引

起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限，会对新建服务业企业进入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会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 首先，先进数字技术发

展有助于破除就业市场的信息封锁，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流动。 数字线上平台是服务业企业

与劳动力之间信息交换的媒介，有效削弱城市间地理空间壁垒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刚性约束。 此

时，劳动力要素在城市间的快速流动为服务业企业优化空间布局带来机会。 其次，数字技术发展削

弱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约束。 随着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数字技术发展，本
地的“下沉市场”被挖掘出来后会显著增加劳动力要素的需求，此时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加速劳动

力要素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的转移，进而会影响服务业企业选择是否进入该

城市。 最后，在服务业行业层面，随着服务业企业以 ５Ｇ 为支撑实现数字化转型，催生在线零售、共
享办公等新型生活性服务业企业［２１］ ，此类生活性服务业企业通常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会发生区位选

择变化，即劳动力要素流动在数字技术发展影响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更

为明显。
２． 资本要素流动

一方面，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资本要素流动。 由于市场存在边界，在市场范

围越小时资本要素使用的途径也越少，资本要素难以获得最大化效用［２２］。 尤其相对薄弱的数字基础

设施使数字技术难以发挥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去拓宽传统市场边界，从而限制资本要素在更广阔的市

场范围内流动。 在此背景下，城市会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本地数字产品制造业以及数字技术应

用业的发展来提升数字技术水平。 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推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数字产业，会深刻改变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２３］。 同时，数字技术逐步发展提高资本使用

效率并降低投资不确定性，为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本地开展跨区域选址

经营提供有利条件，即会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另一方面，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会促进资本要素流动。 首先，数字技术发展打破地

理空间对资本要素流动的限制。 数字技术发展引起的“资本溢出”效用带动资本要素从发达城市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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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及欠发达城市，有效缓解服务业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服务业企业为获得良好融资环境和科

学资本配置，可能选择跟随资本流动，即会影响新建服务业企业进入该城市的数量。 其次，数字技术

发展降低服务业企业间、服务业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垄断市场等外部

因素对资本要素流动的限制。 为此，地理集中不再是服务业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资本要素流动使

得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选址更为自由。 最后，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提升，数字技术所发挥的

网络外部性会持续降低资本要素流动的边际成本，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提升使资本要素流向

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信息传输、金融等资本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具有较高收益的房地产等生活性

服务业［２４］ ，进而能为服务业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与机会实现跨区域投资。 因此，数字技术发

展水平较高所引起的资本要素流出会进一步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２ 和

假说 ３。
假说 ２：数字技术发展对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非线性影

响，进而在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中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
假说 ３：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呈现差异性影响，表

现为劳动力要素流动只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发挥中介作用，而资本要素流动对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均发挥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１． 基准回归模型

为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 表示城市 ｉ在 ｔ年的新注册的服务业企业数量。本文以新注册服务业企业数量多寡反映服

务业企业是否倾向于进入该城市来度量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表示城市 ｉ在 ｔ年的数字技术发

展水平，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ｉｔ 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平方项。Ｘ 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劳动力成本 ｗａｇｅ（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人口规模水平 ｐｏｐ（当地户籍人

口数量的自然对数）、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当地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存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值）、城市

产业结构 ｕｉｓ（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值）、政府支出水平 ｇｏｖ（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值）。λ ｉ 和 γ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２．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及检验要素流动在数字技术发展影

响不同类型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中所呈现的差异性中介作用，本文将服务业企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行分组回归①。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Ｗ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β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ｉｔ ＋ β３Ｘ ｉｔ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β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ｉｔ ＋ β３Ｗｉｔ ＋ β４Ｘ ｉｔ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Ｗｉｔ 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劳动力要素流动（ ｌａｂｏｒｉｔ） 和资本要素流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杨洋等［２５］的研究，以城市当年新注册的服务业企业数量取自然对数来反映城市服务业

企业区位选择。 若城市 ｉ 第 ｔ 年新注册的服务业企业数量增加，表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是倾向于更

多地进入该城市，反之则相反。 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分类，基于天眼

—３０１—

①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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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高级搜索的网页所提供的行业、城市以及年份的检索通道进行逐个搜索，整理得出 ２８６ 个城市 １４
个细分服务业的新注册企业数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结合赵涛等［２６］、张辽和姚蕾［２７］的测算方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４ 方面构造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见表 １）。 进一步地，通过主成分

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数。 此外，为直观比较各城市各年份的数字技术发展

水平，本文对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１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测度 数据主要来源

数字技术发展
水平指数

数字基础设施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个）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数字产业发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元）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元）

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相关专利申请数（个）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３． 中介变量

本文借鉴白俊红等［２８］的研究方法，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通过构建引力模型进行测度。
（１） 劳动力要素流动

姚常成和沈凯玙［２９］ 研究认为，就业和经济环境是影响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主要因素。为
此本文选取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和人均 ＧＤＰ 作为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吸引力变量，用以测算劳动力要素

流动。假设城市 ｉ 流动到城市 ｊ 的劳动力数量为 ｌａｂｏｒｉｊ，则：

ｌａｂｏｒｉｊ ＝
ｌｎｌａｂｉ × ｌｎ（ｗａｇｅｊ － ｗａｇｅｉ） × ｌｎ（ｐｇｄｐ ｊ － ｐｇｄｐｉ）

Ｒ２
ｉｊ

（４）

其中，ｌａｂｉ 表示城市 ｉ 的劳动力数量，用该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表示。ｗａｇｅｉ 和 ｗａｇｅｊ 分别表

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ｐｇｄｐｉ 和 ｐｇｄｐ ｊ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人均 ＧＤＰ；Ｒ ｉｊ 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地理距离。
因此，城市 ｉ 在统计年度内劳动力要素总流动量 ｌａｂｏｒｉ 可用下式计算：

ｌａｂｏｒｉ ＝ ∑ ｎ

ｊ ＝ １
ｌａｂｏｒｉｊ （５）

（２） 资本要素流动

白俊红等［２８］ 研究认为，企业利润水平、金融投资环境是影响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的主要因素。为
此，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和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作为资本要素流动的

吸引力变量，用以测算资本要素流动。假设城市 ｉ 流动到城市 ｊ 的资本数量为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 ＝
ｌｎｃａｐｉ ×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ｊ － ｐｒｏｆｉｔｉ） × ｌ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

Ｒ２
ｉｊ

（６）

其中，ｃａｐｉ 表示城市 ｉ的资本要素数量，用该城市的流动资产数据表示。ｐｒｏｆｉｔｉ 和 ｐｒｏｆｉｔ ｊ 分别表示城

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用各城市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表示。由于统计年鉴缺乏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和数量，李优树和李浩

然［３０］ 研究认为服务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的生产问题相似，因此本文也类似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

总额与数量来代替。ｆｉｎａｎｃｅｉ 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因此，城市 ｉ 在统计年度内资本要素总流动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 可用下式计算：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 ＝ ∑ ｎ

ｊ ＝ 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 （７）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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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ｙ

（２）
ｙ

（３）
ｙ

（４）
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１４６∗∗∗ １． ３３０∗∗∗ ２． ３６８∗∗∗ １． ４５８∗∗∗

（３． ７９３） （４． ５１６） （８． ４２７） （５． ０７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１． ０２６∗∗∗ － １． ０５９∗∗∗ － ２． ３９３∗∗∗ － １． ７４１∗∗∗

（ － ２． ３２９） （ － ２． ９２１） （ － ６． ５８０） （ － ４． ８４０）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Ｒ２ ０． ３５３ ０． ６８７ ０． ６８７ ０． ７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

示，数字技术发展一次项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二次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数

字技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之间

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非线性关

系，其拐点为 ０. ４１９①。 在城市数字技术发

展水平较低阶段，会吸引更多新建服务业

企业进入该城市；当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

平超过临界值 ０. ４１９ 后，数字技术的网络

外部性作用凸显，降低服务业企业进入该

城市的吸引力。 此外，本文将各城市数字

技术发展水平和拐点值比较，发现大部分城市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还未跨越服务业企业减少进入该城市

的拐点，即尚处于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区间。 这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１。
（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②

１．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重新度量被解释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 一是借鉴吴昌南和陈钰

颖［３１］的方法，利用城市 ｉ 第 ｔ 年新注册的服务业企业数量占全国第 ｔ 年新注册的服务业企业数量的百

分比来反映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 二是借鉴张柳钦等［３２］的方法，利用中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

统计的各城市每年服务业企业新注册和注销数量，通过城市新注册服务业企业数量减去服务业企业

注销数量来衡量城市服务业企业净增长数量。 其次，在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标体系时，将数字经济专

利申请量替换成数字经济专利授权量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标准化处理后，重新测算数字技术发

展指标进行实证估计。 再次，为避免极端值造成回归结果的偏差，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首尾 １％
的缩尾处理。 最后，鉴于直辖市的经济体量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较大，为此本文剔除直辖市样本后重

新进行回归估计。 发现上述实证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２． 内生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因此将数字技

术发展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处理反向因果带来的问题。 其

次，为避免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得

到各地级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 一方面，杭州到各城市的地理距离作为严格的外生变量，鲜受经济

发展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 另一方面，杭州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起

源地，在地理空间上距离杭州越近的城市，其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越高，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但由于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属于横截面数据，在实证分析时会被个体固定效应吸收，借鉴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３３］的做法，通过引入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建面板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选择各样本城市

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城市数字技术发展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回归结

果仍然稳健。
五、 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要素流动的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３ 和表 ４。

—５０１—

①
②

计算公式为：拐点 ＝ － ［α１ ÷ （α２ × ２）］ ＝ － ［１． ４５８ ÷ （ － １． ７４１ × ２）］ ＝ ０． ４１９
因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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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１）
劳动力
要素
流动

（２）
服务业
企业
进入

（３）
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４）
生活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４３７∗∗ １． ４７７∗∗∗ ０． ７２６∗ １． １９３∗∗∗

（ － ２． ３５６） （５． １３７） （１． ９４３） （４． ０１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０． ４９５∗∗ － １． ７６２∗∗∗ － １． ２９４∗∗∗ － １． １２０∗∗∗

（２． １３４） （ － ４． ８９６） （ － ２． ７６５） （ － ３． ０６６）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０∗∗

（１． ４７６） （ － ０． ２０９） （１． ９８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６７５ ０． ７９７ ０． ５９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１． 劳动力要素流动

由表 ３ 第（１）列可知，数字技术发展

对劳动力要素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两者

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非线性关

系。 在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小于拐点时，
数字技术发展抑制劳动力要素流动，但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跨越拐点后促进劳动

力要素流动。 由第（２）列可知，将劳动力

要素流动纳入基准计量模型后，数字技

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进入区位选择的影

响仍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关

系。 但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服务业企业进

入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本文进一步通

过 Ｓｏｂｅｌ 检验发现 Ｚ 绝对值（３. ３４５）大于

５％显著性水平的 ０. ９７，以及通过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 次有放回地重复抽样，结果显

示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０，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服务业企业进入发挥中介作

用。 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不同类型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劳动力要素

流动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系数不显著，且 Ｓｏｂｅｌ 检验发现 Ｚ 绝对值（０. ２０８）小于０. ９７ 以及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 次抽样的结果发现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存在为 ０ 的情形，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数字技术发

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不存在中介作用。 但劳动力要素流动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影响显

著，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主要是在数字技术发展影响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发挥中介作用。
表 ４　 资本要素流动的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１）
资本
要素
流动

（２）
服务业
企业
进入

（３）
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４）
生活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０． １１２∗ １． ４４６∗∗∗ ０． ７２６∗ １． ３３９∗∗∗

（ － １． ６６６） （５． ０３６） （１． ９４３） （４． ５８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０． １６３∗∗ － １． ７２３∗∗∗ － １． ２９１∗∗∗ － １． ８３２∗∗∗

（１． ９７０） （ － ４． ７８９） （ － ２． ７６１） （ － ５． ０１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０． １５８∗ － ０． ０５６ － ０． １７９∗∗

（ － １． ９５９） （ － ０． ５３０） （ － ２． １９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３ １４６
Ｒ２ ０． ２２８ ０． ６７６ ０． ７９７ ０． ６０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２． 资本要素流动

由表 ４ 第（１）列可知，数字技术发

展与资本要素流动间呈现先抑制后促

进的“Ｕ”型非线性关系。 在数字技术

发展水平小于拐点时，数字技术发展会

抑制资本要素流动，但数字技术发展水

平跨越拐点后会促进资本要素流动。
由第（２）列可知，将资本要素流动纳入

基准计量模型后，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

业企业进入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先促

进后抑制的倒“Ｕ”型关系，且资本要素

流动显著影响服务业企业进入，说明资

本要素流动对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服务

业进入发挥着中介效应。 同样地，本文

进一步分析资本要素流动对数字技术

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

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差异性作用，发现数

字技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影响均呈现倒“Ｕ”型非线性关系。 资本

要素流动影响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系数显著，但由于资本要素流动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

影响系数不显著，因此进一步通过 Ｓｏｂｅｌ 检验发现 Ｚ 绝对值（４. ３１２）大于 ５％显著性水平的 ０. ９７，以及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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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 次有放回地重复抽样，结果显示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０。 这说明资本要素

流动对数字技术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均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验证

了研究假说 ２ 和研究假说 ３。
（二） 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如下四个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影响①。
１． 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

目前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地理区位等因素存在明显差异，为厘清区域间数字技术发展对服

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差异性影响，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区域的划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

个地区进行分组回归。 发现东部地区仅数字技术发展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仅数字技术

发展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数字技术发展对中部地区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不显著。 即数字技

术发展使服务业企业更少地进入东部地区，同时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西部地区。
２． 服务业行业异质性分析

各细分服务业行业的企业之间在区位选择以及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进而数字技术发展对

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出异质性特征。 本文将服务业企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两类，重新进行实证估计。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间均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 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相关估计方法

进行组间差异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发展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的 Ｐ 值均小于 ０. １。 这说明在数字技术发展

处于较低水平时，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吸引力高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但当数字技术发展水

平突破临界值后，相较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明显抑制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
３． 地理位置和服务业行业双重异质性分析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地理位置异质性和服务业

行业异质性。 为此，本文进一步结合服务业行业与地理位置的异质特征，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

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５ 所示，具体如下：一是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区位选择的影响呈倒“Ｕ”型的非线性关系，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且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

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间关系的拐点为 ０. ２４，远低于全样本时的拐点 ０. ４１９。 这说明相比于

全样本回归结果，数字技术发展在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东部地区。 二是东部地

区数字技术发展显著抑制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 三是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生活性服务

业企业进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正由东部地区逐渐转移至西部地区开展业务

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交流，也符合我国“东数西算”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
表 ５　 地理位置 －服务业行业双重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生活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生活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生活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２６５∗∗ ０． ２９９ － ０． ６５７ － ０． ０６５ ０． ２１９ ０． ７９０∗∗

（２． ２７５） （０． ７０６） （ － １． ４７０） （ － ０． １８１） （０． ４８６） （２． ４８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２． ６３４∗∗∗ － １． ６５６∗∗∗ ０． ６５１ ０． １６９ － ０． ０５２ － ０． ２８６
（ － ４． ０６９） （ － ３． ３６４） （１． ３４８） （０． ４３３） （ － ０． ０９３） （ － ０． ７３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９４６ ９４６
Ｒ２ ０． ７９６ ０． ７００ ０． ８３２ ０． ６０３ ０． ７９７ ０． ６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７０１—
①因篇幅有限，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和服务业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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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城市等级 －服务业行业双重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生活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生活性
服务业企业

进入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４３７∗∗∗ １． ４４３∗∗∗ ０． ０８１ ０． ５８５∗

（２． ９２１） （３． ５９５） （０． １９３） （１． ７９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２． １７９∗∗∗ － ２． ６７８∗∗∗ ０． １７５ － ０． ２８８
（ － ４． ０１８） （ － ６． ０５０） （０． ３５２） （ － ０． ７４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７４ ３７４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Ｒ２ ０． ８６５ ０． ７７７ ０． ７９１ ０． ５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４． 城市等级和服务业行业双重异质

性分析

政府规模、城市生产要素禀赋等区

域特征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该城市资本、
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结构配置，形成城市

间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发展情况，即
城市间同样存在行业异质特征。 为此，
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中心城市与外围

城市两个子样本①，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

发展在城市差异的情况下对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

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发现中心

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均

表现出倒“Ｕ”型关系，拐点分别为 ０. ３３
和 ０. ２７。 这说明当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分别突破 ０. ３３ 和 ０. ２７ 的临界值后，会显著抑制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心城市。 而外围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

影响并不显著，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即外围城市数字技

术发展会吸引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新机制与新证

据。 研究发现：（１）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Ｕ”型影响，即数字

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该城市；当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超过临界值后服务业企业

倾向于减少进入该城市。 当前中国大部分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尚处于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的区

间。 （２）机制分析发现，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在数字技术发展与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之间

起非线性中介作用，且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呈现差异性影响。 （３）异质性分析发现，基
于地理位置异质性，数字技术发展减少服务业企业进入东部地区，同时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西部地

区。 基于服务业行业异质性，数字技术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间均

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且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地理位置和服务

业行业双重异质性，对东部地区而言，数字技术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倒“Ｕ”型
关系，且显著抑制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 对西部地区而言，数字技术发展仅显著促进生活性服务业

企业进入。 基于城市等级和服务业行业双重异质性，数字技术发展会显著抑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心城市，但数字技术发展会吸引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入外围城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１）以发展数字技术为着力点，探索服务业企业空间布局

优化的新发展路径。 各城市可以统筹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服务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通过

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非线性影响，以优化区域

间服务业企业空间布局。 （２）增强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机融合，打破区域间的市场分割。 可

以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区域间制约要素流动的障碍壁垒、完善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市

场中流动的机制体制，增强城市间生产要素市场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以降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

流动成本来扩大“服务半径”，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畅通流动，使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

—８０１—

①中心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样本，外围城市为样本城市中的其他城市。 本文样本包含了 ３４ 个中心城市与

２５２ 个外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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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实现更合理的要素资源配置。 （３）考虑到数字技术发展对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服务业行业企业

存在异质性影响，需动态化、差异化地解决各地区“数字鸿沟”问题。 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应重点培养

获取、处理和创造数字资源的能力来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以解决“数字能力鸿沟”等顶层设计问

题，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向外转移；西部地区、外围城市则需完善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建设，解决“数字接入鸿沟”以及“数字使用鸿沟”等发展问题，实现合理有序承接服务业企业

转移。 同时，通过切实提升服务业水平来增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从而带动本地制造

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激励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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